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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了一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政策之间相矛盾，部分政策重叠，政策体系不够完整等政策“碎片化”现象。本文基于传播学中“碎片化”理论的研究，通过具体产业举例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碎片化”的表现，然后分析政策碎片化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解决政策“碎片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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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welfth Five Year Pla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has promulgated some policy documents to suppor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some policies fragmentation, such as policies contradiction, policies overlap, policies system incomplet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ragment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fragmentation phenomenon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al policy, and explained it by examples of specific industries. Then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reasons of policy fragmentation, at last, putted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policy fragmentation.
[bookmark: _Toc406527205]Key word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Policy fragment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1. 碎片化及政策碎片化理论

首先，政策的碎片化根植于政府行政管理的碎片化。根据行政管理理论，特别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强调了政府的专业分工和层级制度，而各个部门出于部门利益，各自为政，导致了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了政府管理的“碎片化”。从分工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分工可以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从社会生产分工的角度来看，从行政管理来看，古利克（Gulick，1937）在《组织理论评论》中提出要按照目标来建立组织机构，并指出分工虽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过度的分工容易演变为分散化，无法创造整体效益[1]。
20世纪80年代，“碎片化”首先在传播学中使用，后来广泛引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其本意是指所研究领域存在问题零散、治理失效、不统一等现象。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研究，李侃如、兰普顿（Lieberthal.K，D.M.Lampton，1992）等用“碎片化”来描述有关中国的决策体制，认为政府各部门会根据其所在部门的利益进行政策制定或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在谈判中的争论、妥协、讨价还价，最后才制定出公共政策[2]。英国学者帕特里克·登力维（Dunleavy，2006)提出许多社会问题治理也出现“碎片化”现象，他认为新公共管理因为产生“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而已宣告结束[3]。
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对政策碎片化问题开展过研究。叶托（2011）把我国政府的碎片化分为组织价值的碎片化、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以及政策过程的碎片化三个方面[4]。张玉强（2014）认为，政策碎片化作为政策系统的破坏状态，主要表现为政策内部要素的碎片化以及政策关系的碎片化[5]。唐兴盛（2014）认为政策“碎片化”表现为政策价值、目标、资源、政策要求与执行的内部碎片化以及部门政策、地方政策、部门与地方政策、先前与后续政策之间的关系碎片化[6]。欧秀兰（2014）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碎片化进行分析，她认为地方政府行政碎片化表现在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部门间相互扯皮推诿、上下级政府政策断裂等问题[7]。丁任重（2015）对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碎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区域规划在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着区域规划政策碎片化、普惠化、非动力化等问题[8]。张帆（2016）从提升专业性的角度对深化公务员制度改革进行研究，提出了消除碎片化的政策设计[9]。
基于以上研究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本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碎片化”是政策在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中央各部门政策之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出现政策之间相矛盾，政策重叠，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整，缺乏配套，政策缺乏稳定性等现象，影响了政策的整体功能和执行效果。

[bookmark: _Toc406527212]2.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碎片化的表现
2010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个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7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重点发展方向，主要任务，重大工程进行了部署。“十二五”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快速发展，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到达8%，已经成为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着转变增长方式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稳定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由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新技术和新产业不断融合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业态、新模式，现行的监管体制往往不能适应新业态的发展要求，不同的监管部门又出台不同的政策，造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碎片化”现象。综合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碎片化主要表现在为出台政策之间相矛盾，政策重叠，政策体系不够完整，缺乏配套，政策缺乏稳定性，是应急反应式的等现象。
[bookmark: _Toc406527213]（1）政策之间矛盾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中，有些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政策推出并不是从问题的解决途径着手，而是从部门利益、绩效考核的竞争视角来看问题，从而导致政策之间出现相矛盾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bookmark: _Toc406527214]第一，中央各部门政策相矛盾。在国务院和各部委出台的政策文件中，由于职能分工和各自利益导向，出现了政策相矛盾的现象。以新能源产业为例，迄今为止，中国能源领域有四部单行法，这四部法律的出台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并且由不同的部门制定，导致了不同法律之间彼此割裂，甚至有些政策相矛盾。其中，《节约能源法》（1997制定，2007年修订）和《可再生能源法》（2005制定）法强调了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电力法》（1995制定）和《煤炭法》（1996制定）可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强调了企业的利益，并不含有节能减排的相关内容，甚至与促进能源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内容相冲突。现今，随着能源技术的提升和新能源的发展，我国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要不断的修正原来的法律，使能源政策能够促进我国能源新技术的发明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bookmark: _Toc406527215]第二，中央与地方政策相矛盾。由于中央和地方都会出台一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地方往往倾向于选择短期能产生效益的研究项目，而中央往往比较强调政策的宏观性和总体性，所以各类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并且各个地方政府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导致政策形不成合力，出现了中央与地方政策相矛盾的现象。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现阶段我国医疗用品物价审批存在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不协调的问题。按照我国现行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因此出现了以下问题：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价审批各自为营，不同省、市之间的政策不统一，各省市、地市级医院招标时间段不同、招标方式不同，导致了中央和地方政策之间相矛盾。
[bookmark: _Toc406527216]第三，政策与政策环境相矛盾。有些政策的出台往往只关注政策执行的效果，而忽略了大的政策环境，导致政策的出台和政策环境相矛盾。例如，新材料领域在“十二五”期间出台的政策文件中，行业准入条件占据了大多数，一般从生产规模、工艺、装备设置三道准入门槛，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有效遏制了行业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这一政策也导致了鼓励垄断，限制了竞争，与政策导向中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相符，建议应该放低市场准入门槛，规定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从终端市场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bookmark: _Toc406527217]（2）政策重叠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强调技术性和产业性，其政策和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皆有相关。在国家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意义的时候，各部门需要根据部门自身职责，确定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这种情况下，政策重叠不可避免。以信息产业为例，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的《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和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都提到了技术突破和应用示范部分，并且对于保障措施里面的统筹协调机制、发展环境和财税支持等政策内容绝大部分一致。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国务院各部为出台的《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工业节能“十二五”规划》与《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政策一环套一环，虽然在支持方式，支持重点上有许多重叠。但是，从宏观来看，从2011年的《关于开展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到《2013年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虽然政策有所延续，存在政策重叠。
[bookmark: _Toc406527218]（3）单一政策，缺乏配套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个部门的政策制定往往从本部门的角度出发，新旧政策之间，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形成很好的衔接和配套，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政策体。以新能源的税收政策为例，现行税制中没有设计独立的新能源税种，目前对新能源产业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税收优惠范围很小，减税幅度也很低，对光伏、风能、核电等新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的减税方式也较为单一，缺乏配套政策的支持，特别是缺乏需求侧政策的支持，税收的调节作用相对有限，政策效果一般。
[bookmark: _Toc406527219]（4）政策多变，缺乏稳定性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部分处于发展初期，其规律性较难以把握，政策碎片化也表现在政策多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影响政策权威性和可信度。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2010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确定在5个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其中补贴主要采取试点城市转拨补贴资金的兑付方式，2013年9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改变了补贴的方式，由中央财政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补贴的标准也是不断变化，2015年底，财政部发通知明确表示，2017-2018年，除燃料电池车外，其余车型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20%；2019-2020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40%。从中可以看出，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形势，补贴标准等政策不断变化，政策缺乏稳定性。
[bookmark: _Toc406527220]（5）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
一些政策的出台往往由于新情况的出现而做出临时性对策，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导致了政策是应急反应式的。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与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地方人民政府和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一个手段，地区目标责任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这却忽视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不考虑区域外部溢出的政策注定得不到良好的治理效果。问题是，大气污染不仅是一个地方的责任更是一个大片区域的责任，除将目标分解到每个微观主体外，还需要考虑区域的协调行动，以及为达到这一协调行为所应该设计的激励机制。

[bookmark: _Toc406527221]3.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碎片化的原因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会出现碎片化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传统的行政管理碎片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具有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产业融合而出现的新兴产业，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总体来看，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碎片化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bookmark: _Toc406527222]（1）政府定位不清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我国政府在产业培育发展中的定位模糊，一项政策的出台，政府既是市场监管者，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有时候也是利益相关方，三位一体，集于一身。这样从不同的定位出台了不同的政策，容易造成政策的重叠或者矛盾，出台的政策很容易失去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应有的作用，制定的政策也往往和实际脱离较大。
[bookmark: _Toc406527225]（2）政策制定过程碎片化
我国的公共政策一般由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制定，政府各部门之间通过相互博弈，最后才制定出公共政策，这个过程也会造成政策制定过程的碎片化。并且政策制定过程往往忽略了企业、协会、中介机构、公众等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容易造成制定出来的政策偏于一方，缺乏客观性稳定性。
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具有重大技术突破作为基础，新技术和新产业融合会出现新的业态，所以，旧的监管机制往往不能适应新的产业的发展，会出现新兴产业的发展隶属于多个部门的监管，造成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例如“网约车”的出现，也是由于“互联网+出租车”所形成的新技术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造成了和传统出租车监管上的不一致。同时，新兴产业往往涉及多个产业链，对不同部门的政策都一定的需求，也会导致政策碎片化的出现。
[bookmark: _Toc406527228]（3）政策执行体系碎片化
首先，利益主体不一致是造成政策执行体系碎片化的主要原因。从政策执行的现实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个人与整体利益间的矛盾。例如，目前产业政策工具（如税收优惠中的研发抵扣等）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缺乏足够的财力，很多地方政府都借助土地财政提升财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新产业创新的投入。
其次，监督体制不健全也是造成执行体系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国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也缺乏进行评价的第三方机构，当政策遇到问题时，通常是通过下发文件做出相关规定，而很少关心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可完善之处。
[bookmark: _Toc406527231]（4）中央与地方政策目标不一致
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目标不一致，也会造成出台政策之间相矛盾。中央政府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但代表了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更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抓手，二是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地方GDP增长，追求政绩，在发展思路上，容易采用传统的追求规模效益的世界工厂模式和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可能使得各个地方为了争夺某一发展迅速的新兴产业而投资过度，最后造成恶性竞争，以及产能的重复建设，这一点在光伏产业的发展上已经出现，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容易出现偏离政策目标、滥用政策工具等现象的发生。
[bookmark: _Toc406527232]（5）产业链协调不一致
产业链的建立、延伸和改造，不仅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相关联企业的发展、业务的拓展和竞争力的增强，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然而随着产业链的发展，产业链内部各组织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彼此间的矛盾。由于产业链不协调导致政策出台的碎片化现象也开始出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处在发展初期，产业链不完整，各个主体之间为了追求各自的效益而出台不同的政策，也会造成政策的碎片化。
[bookmark: _Toc406527236]4.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碎片化的对策
为了避免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碎片化，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既要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注重政府对市场的宏观引导，又要充分考虑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协调互补。同时，应该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立法，构建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1）政策的制定要以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为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制定要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目标，培育公开开放的环境，同时，应该明确政府的服务性角色，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
首先，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根据市场规则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活动，要取消行政审批。
其次，完善市场准入、价格机制和退出机制。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建立市场准入的技术门槛。由市场选择新兴产业的技术方向，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主体地位作用。
第三，进行监管创新。特别是对于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监管机制，应该根据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进行创新，一方面，对于现有的体制机制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要不断的进行修改、完善或创新，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监管的，要采取新的监管方式，让新兴产业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同时，要跳出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让新兴产业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确保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在一个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进行。
（2）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法律法规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对“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部分领域的发展进行相关的法律完善，一方面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二是通过立法完善构建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十三五”期间经济运行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战略性新兴产业层面，可围绕产业创新制度环境，补充制定相关法律。建议出台能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发展的法律法规，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可着手关于大数据立法与网络安全立法。节能环保领域，要加快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及相关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的制定。生物医药领域，建议制定生物产业发展规范方面的法律法规[10]。
[bookmark: _Toc406527243]（3）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机制
第一，建立协同政策制定机制。政策的制定要打破传统官僚制形成的碎片化，就必须要构建协同政策制定机制。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能职责，将重叠的政策制定部门进行整合,并且建立以职能联合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形式的政策制定机制[11]。
第二，充分发挥企业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需要企业提出需求，而且参与具体政策制定。同时，政策的制定应该打破原来自上而下的思路，鼓励自下而上，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由企业和相关协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更积极纳入企业界的建议，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第三，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适应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行业协会体系。加快推进新兴产业行业协会的改革和发展，逐步建立体制完善、结构合理的行业协会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新兴产业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
[bookmark: _Toc406527249]（4）政策执行的体制机制创新
政策执行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决定了政策的实际效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消除政策执行的碎片化。一是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公开化，提高公共执行活动的透明度，提高社会对执行的认识和配合程度，加强政策执行的协调，尽量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之间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12]。二是增强理性与法律权威，加强政策执行人员的法律和政策权威意识，避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三是要重视反馈控制，要根据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及时反馈和调整，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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